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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
高 艳 林

(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,天津市３０００７１)

摘　要:明初,以中国为中心,以中国、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.１４

世纪后期至１６世纪,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,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.自１６世纪始,倭

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,及万历二十年,日本发动的、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,使

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.回顾这段历史,给人以深刻启示: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;儒家文

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;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.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

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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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东亚地区国家,按地缘划分,主要有中国、朝鲜和日本.

明代以前,朝鲜半岛在不同时期(三国、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)与中国相应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

联系,使臣往来不断.而日本(唐以前国号“倭奴”)在东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不甚活跃,与中国和朝鲜

半岛间的联系断续不常,特别是元代,与中国百年隔绝.入明后,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.除朝鲜

半岛与中国的联系较前有很大进步,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发展外,日本也加入到东亚国际大家庭中

来,洪武初年与中国、高丽建立联系后,呈持久之势,东亚国际秩序问题越发突显.

明代东亚国际秩序,简言之,即明代东亚国家间相互联系,并以此为基础,按一定规则行事,在

地区内形成某种态势的机制.

迄今为止,学界在明代中朝、中日关系方面做了不少研究,取得了丰硕成果;明代初年东亚国际

秩序问题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.但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,目前学术界还

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,本文是一个尝试,祈教方家指正.

一、明代东亚国际秩序之历史基础

明代东亚国际秩序,以该地区国家间关系为基础.然而,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早已有之,非始

于明代.明代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生和发展,并非这个时代孤立之现象,而是以以往各个时期

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积淀为基础的延续,历史积淀对这个时代潜在地发挥着重要影响,并在一定程度

上决定这个时代各方关系的内容.因此,充分了解明代以前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,对全面认识明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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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亚国际秩序走向,准确把握其实质的历史基础,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.

(一)中国与朝鲜的关系

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始于箕子朝鲜,遣使朝贡中国始于东汉.明代以前,朝鲜半岛先后有六

个国家和政权(高句丽、马韩、辰韩、百济、新罗、高丽)与中国的２３个王朝和政权建有朝贡关系,至

元末,遣使来中国朝贡共计８８２次,①使臣出使中国的缘由有贺、谢、请、献、奏、慰、告及其他等８类,

共计３３项.特别是入元后,高丽与中国又有了甥舅国关系,密切程度远超以往.中国也很重视与

朝鲜半岛的联系,不断派遣使臣前往朝鲜,或册封、或颁诏,至元末,中国有１５个王朝和政权派遣使

臣达２０８次.②

(二)中国与日本的关系

东汉 中 元 二 年 (５７),日 本 倭 奴 国 始 与 中 国 建 立 联 系,“东 夷 倭 奴 国 王 遣 使 奉

献”[１]卷１下«光武帝纪»第１下 .此后,日本先后与中国的十一个王朝和政权建有朝贡关系.据不完全统计,

至元末,日本遣使朝贡中国有６８次,中国派使臣出使日本有４次.③ 日本使臣朝贡中国集中在三

国曹魏、南朝刘宋、唐三个王朝,特别是刘宋时期,日本处在大和国时期的倭五王时代,其中珍、济、

兴、武四王先后被刘宋政权册封为“倭王”[２]卷９７«列传»第５７«夷蛮􀅰倭国».

特别要提及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«日本书纪»这部书.该书成书于公元７２０年,舍人亲王等编

著,是日本“六国史”中最早的一部史书,书中记载了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大和国早期历史.书中说,

日本起源于神,神的时代称为“尊”.至“彦波潋武鸬鶿草葺不合尊”第四子“磐余彦火火出见”时,号

曰“神日本磐余彦尊”,改称“神武天皇”.“神武天皇”东征成功后,建大和国,即“帝”位于橿原宫.

可见,日本大和国是效法中国帝制建立的国家.随后,代表“皇”权和“帝”制的专用字和词如“朕”、

“崩”、“敕”、“诏”、“陛下”、“万岁”、“天朝”、“京师”等频繁出现,为“天皇”和“大和国”所使用.“大日

本”称谓也始于神话时代,“天武天皇”十五年(６８６),始用“朱鸟”年号.皇权思想在书中也多有表

述,如“惟我皇祖诸天皇等光临宸极者,岂为一身乎? 盖所以司牧人神,经纶天下,故能世阐玄功,时

流至德.”[３]卷第５第１册第２６８页 “万 物 之 内,人 是 最 灵.最 灵 之 间,圣 为 人 主,是 以 圣 主 天 皇,则 天 御

宇.”[３]卷第２５第３册第１５８页 应该说,这段历史,对日本自大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,这种民族意

识是当时及以后日本与中国、朝鲜交往中的无形障碍.如隋大业三年(６０７),其使臣来华朝贡,“国

书曰:‘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’云云,帝览之不悦.”[４]卷８１«列传»第４６«东夷􀅰倭国»入唐后,日使来华

不持国书,宋元两代,日本断绝了与中国的官方往来.

(三)朝鲜与日本的关系

自古日本就与朝鲜半岛的新罗、百济和高句丽有不同程度的往来,关系最密者是百济;同时,日

本不断插手三国事务,积极维护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存在.[２]卷９７«列传»第５７«夷蛮􀅰倭国»七世纪中叶,应百济要

求,日本出兵朝鲜半岛,兵败白江口.斯庐、鸡林、新罗一脉相承,世居朝鲜半岛东南,距日本北九州

岛最近,先后被其邪马台、大和国侵;虽也曾与其交聘、通婚、纳质等,欲结其好,但其侵终未能止.

据不完全统计,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,倭出兵侵新罗达３２次之多.④ 对马岛旧属新罗,土瘠无良

田,人食海物自活,故荒弃于外,渐为倭人所居.东晋义熙四年(４０８),倭人在此置营,贮备兵粮,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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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,对马岛不仅是倭人入侵新罗之跳板,更是日后倭寇侵扰东亚沿海地区之渊薮.７世纪末,新罗

统一朝鲜半岛后,两国建立了新的关系.至１３世纪中叶的高丽时期,日本与朝鲜半岛保持着正常

往来,其间,虽也有倭侵半岛事情发生,但并未影响到两国关系的维系.至至元三年(１２６６),朝鲜半

岛各时期遣使日本１４次,日本遣使朝鲜半岛２４次.①

(四)元末中朝日三国关系

忽必烈建元朝后,在高丽赵彝等人建议下,于至元三年(１２６６),遣兵部侍郎黑的持国书使日本,

欲结其好.国书曰:“日本密迩高丽,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,至于朕躬,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.尚

恐王国知之未审,故特遣使持书,布告朕志,冀自今以往,通问结好,以相亲睦.且圣人以四海为家,

不相通好,岂一家之理哉.以至用兵,夫孰所好.王其图之.”[５]卷２０８«列传»第９５«外夷一􀅰日本»国书表达了忽

必烈放弃战争、三国亲睦和平之愿望.但日本对此持蔑视态度,中国使臣、高丽使臣先后六次传递

信息,均不予理睬.十一年,元丽联兵征日本,大败,损失甚重;十二年,复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使日

本,日本杀之;十八年,再征,再败,十万之众仅三人得还;二十一年,再遣王积翁使日本,积翁为舟中

之人所杀.至此,忽必烈通好日本愿望彻底破灭,终元之世,中日再无国家间往来.二十九年,有日

本十余人至高丽,国王押送于元,忽必烈命高丽护还其回国,高丽两护还使死于日本.元至正十年

(１３５０),倭趁元政衰弱,开始侵高丽沿海地区,嗣后,其规模日益扩大,沿海郡邑为之荡然.中国也

未能免,十八年始,倭宼亦连侵中国濒海郡县.

综上所述,可清楚看出以下几点,第一,从国与国间使臣往来数量上看,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

系,比之日本要密切许多.第二,日本与中国往来较少,中国也缺乏了解日本的主动性,致使中国对

日本国情和民族意识知之极少,因此,在对日关系上极显被动,元使数次被拒充分证明这一点.第

三,元末,倭宼开始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侵扰,从此后历史看,已显露其国对外扩张之倾向.

二、１４世纪后期至１６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之发展

(一)中朝关系

洪武二年(１３６９)四月,明太祖朱元璋遣使高丽,告有天下,国号大明,建元洪武.同年五月,高

丽停元至正年号,遣使如金陵,奉表称臣,贺朱元璋登极,由此,中国与高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.

此后,两国(明朝与高丽王朝及明朝与朝鲜王朝)使臣往来不断,据不完全统计,有明一代２７７年,高

丽、朝鲜王朝遣使来中国达１２９９次,平均每年４．６次;中国派往高丽、朝鲜的使臣有１６１次,平均每

年０．６次.② 两国间感情随时间推移不断加深.

洪武初期,由于残元势力的存在及高丽王朝内部亲元派掌权,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和谐.二

十五年,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,这应是转变中朝关系的好机会,但又被其朝中旧臣制造的“表章

案”所破坏.建文皇帝弃前朝对朝鲜的嫌怨,给朝鲜国王李芳果以亲王厚遇,表现出改变两国关系

的诚意.中朝两国关系真正得到改善是在永乐时期.除了太宗皇帝朱棣与朝鲜王朝第三任国王李

芳远有过一面之交、彼此都留下美好印象外,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也是双方的共同愿望,以下八个

方面即是具体体现.(１)中国对朝鲜国王的任命和封谥.(２)“表章案”的了结,涉案长期滞留中国

的朝鲜文人得以遣反.(３)王世子朝谒朱棣.世子李褆,年十四岁,千里来华,表明朝鲜王朝对中国

的景仰.而世子在中国受到的礼遇也出乎寻常:辽东官员一路护送至京、锦衣卫千户率千骑迎入江

东驿馆、礼部尚书迎慰、入京师会同馆后礼部尚书奉命慰劳、皇帝十余次接见、皇帝贴身宦官黄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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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每日一至“对夕饭”等一系列高规格的接待前所未有.世子回还,皇帝除给予大量礼物,并亲差

内官护至辽东.(４)太宗皇帝与朝鲜联姻,朝鲜籍皇亲国戚被授以中国官职,并在沟通中朝关系上

起了重要作用,进一步融洽了两国关系.(５)选朝鲜籍火者来中国工作,其中部分人官至高位,处身

近廷,常作为中国使臣被派往朝鲜.据统计,明代中前期,中国派往朝鲜的使臣多由他们担任,在沟

通中朝关系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.(６)中朝两国人口的相互遣返,包括中国因战争流入朝鲜的军队

人口、遭风飘落的两国渔民、被倭寇掳掠逃离日本的两国居民等.(７)国家主导下的两国布马贸易

交流.(８)朝鲜王朝对明朝感情的增进.朝鲜做«受明命»、«觐天庭歌»、«贺皇恩曲»、«贺圣明歌»

等,表达自古至今源远流长的中朝友情及对明朝的感恩.上述诸多方面情况说明,永乐时期是中朝

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,一方面,增强了两国间的政治互信,另一方面,为东亚国际秩序的

和平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.永乐时期以后至弘治末年,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继续向前发展,主要有以

下几个方面:(１)在朝鲜恭贺皇帝即位与皇帝敕谕赐物国王中,表现出两国建立的诚信关系.(２)中

国免除朝鲜对中国的金银贡,解除了朝鲜君臣多年的贡物负担,使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在经济方面更

具表象性.(３)宣德元年,因中国宣宗皇帝即位,朝鲜王朝确立的大赦制度,表现了与中国同步的政

治倾向.(４)朝鲜国王为自己及世子多次向中国请九章、七章冕服,中国隆重地赐与,表明中国政治

制度对朝鲜的影响得到了加深.(５)应朝鲜成宗国王之请,中国追封其父李暲为懿敬王,实现了朝

鲜王朝君臣多年宿愿.(６)中国允许朝鲜在中国境内有限收买军事物资———弓角,体现了两国在共

保东亚和平秩序上的互相支持.

(二)中日关系

如前所述,元末,倭寇开始了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,长年不断.明朝建立后,在对日关系

上,首先碰到的就是“倭人入寇”这个严重问题.洪武二年,朱元璋遣使日本,告元亡明兴,并就倭侵

事说:“山东来奏,倭兵数寇海边,生离人妻子,损伤物命,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,兼谕倭兵越海之由.

诏书到日,如臣,奉表来庭;不臣,则修兵自固,永安境土,以应天休.如必为寇盗,朕当命舟师扬帆

诸岛,捕绝其徒.”[６]卷３９洪武二年二月辛未 三年,复遣使赵秩赴日本责让之.四年十月,日本南朝征西将军

怀良亲王遣使僧祖来随赵秩赴中国朝贡,太祖嘉之,宴赉其使者,“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、纱

罗”[７]卷３２２«列传»第２１０«外国三􀅰日本»,并“遣僧祖阐、克勤等八人护送(祖来)还国”[６]卷６８洪武四年十月癸巳 ,表明了中国

对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诚意,开明代中日交通之端.

但在两国关系上,日本并未表现出诚意,且倭侵不已,朱元璋怒,于七年、九年、十三年和十四年

四诏责之.对此,怀良上言:“臣闻三皇立极,五帝禅宗,惟中华之有主,岂夷狄而无君? 乾坤浩荡,

非一主之独权;宇宙宽洪,作诸邦以分守.盖天下者,乃天下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也.臣居远弱之

倭,褊小之国,城池不满六十,封疆不足三千,尚存知足之心.陛下作中华之主,为万乘之君,城池数

千余,封疆百万里,犹有不足之心,常起灭绝之意􀆺􀆺昔尧舜有德,四海来宾,汤武施仁,八方奉贡

􀆺􀆺臣闻天朝有与战之策,小邦亦有御敌之图.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,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.

又 闻 陛 下 选 股 肱 之 将,起 精 锐 之 师,来 侵 臣 境 􀆺􀆺 臣 何 惧 哉!”朱 元 璋 “得 表 愠

甚”[７]卷３２２«列传»第２１０«外国三􀅰日本»[８]卷之５«文辞»第２３１Ｇ２３３页 ,拒绝了与日本的往来.

建文三年(１４０１),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源义满遣使肥富使中国.上书曰:“日本开辟以来,无不

通聘问于上邦.其幸秉国钧,海内无虞,特遵往古之规法,而使肥富、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.搜寻海

岛漂寄者几许人还之焉.”源义满的行动,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.建文四年二月,建文帝遣使道彝

去日本,向源义满颁示«大统历»及赐国王物.第二年,源义满再遣使中国时,明朝已改永乐元年

(１４０３),但源义满的友好举动同样得到了太宗皇帝朱棣的欢迎,于是遣使臣赵居任赴日本.在给源

义满书中说:“朕登大宝,即来朝贡,归响之速,有足褒嘉.用锡印章,世守尔服.”[９]卷之中第８页 表达了对



源义满的肯定.特别是源义满应朱棣要求,派兵追剿侵中国之倭寇,并三次遣使将捕获倭寇送来中

国,得到了朱棣赞扬.从建文元年至永乐六年,中国沿海从未发生过倭侵之事,皆源义满之功.在

朱棣给其书中说:当倭寇远窜海岛,捕之困难时,“王乃昼夜谋思,至忘寝食,四出追袭,百计以擒之.

兹焉遣使上表,献俘于庭,词意恳悃,衷情溢见.朕览读再三,甚深慰悦,嘉叹不已.王之忠诚可以

贯金石,可以通神明,允合天心,式慰朕望”[９]卷之中第１３Ｇ１４页 .永乐六年,源义满逝,中国遣使日本“申祭

之,赐谥‘恭献’”,慰世子源义持,赐赙绢５００匹,麻布５００匹,祭文给予源义满高度评价.

第四代将军源义满之子源义持,对其父向明朝称臣持批判态度,称:“本国开辟以来,百皆听诸

神”,“灵神托人谓曰,我国自古不向外邦称臣.比者,(源义满)变前圣王之为,受历、受印而不却之,

是乃所以招病.”并以此为由,拒纳中国使臣.在给中国使臣书中称:“只要彼不来,此不往,各保封

疆􀆺􀆺老死而不相往”[９]卷之中第２２Ｇ２４页 ,表明了与中国断绝往来的态度.同时,倭寇不但复侵明边,且

规模大于以往.如,永乐十一年,倭寇３０００余入寇浙江昌卫千户所[１０]卷１３６永乐十一年正月辛丑 .对比前后

两代将军所为,及倭寇的复侵,朱棣切责源义持.

宣德三年(１４２８),源义持逝,其弟源义教继任将军;七年,义教遣使中国,恢复了两国关系,其后

义政、义澄相继之.自宣德七年至嘉靖二年,两国政治关系又进入了较为稳定时期,但没有恢复到

源义满时期的水平.据不完全统计,有明一代,中日互遣使有５３次,其中,日本遣使中国３７次,中

国遣使日本１６次.① 中日互派使臣最多的就是永乐朝源义满在位时期.

(三)朝日关系

洪武初年,时值日本南北朝对立,国内各方势力拥兵自重,九州、对马、一岐等岛倭人侵扰高丽.

高丽遣使日本,请求禁约,但日本书曰:“草窃之贼,是逋逃辈,不遵我令,未易禁焉”,对此,持消极态

度[１１]卷１３３«列传»卷４６«辛禑一»洪武十年八月 .在高丽压力下,洪武十一年六月,九州探题源了俊遣僧信弘,率军６９
名到高丽捕辑倭寇,与倭战于固城赤田浦,不克,还国,此后不再有禁约行动.高丽求助日本幕府禁

约倭寇告于失败.据不完全统计,洪武时期,倭寇侵扰朝鲜达１８１次之多,地区达４１３个(包括倭寇

反复侵扰之地区).② 李成桂做国王后,一方面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,另一方面致书源了俊,传欲遣

水军往捕余倭之意,遭婉拒[１２]卷８洪武二十八年七月辛丑 .朝鲜欲求日本地方势力禁约倭寇之努力亦告失败.

于是,李成桂调兵遣将,于二十九年十二月,集五道兵船,进击一岐、对马二岛[１２]卷１０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丁亥 ,

在军事打击下,迫使一部分倭寇投降朝鲜.此后,李成桂对投降朝鲜的倭寇及一岐、对马岛倭人采

取了 抚 绥 之 策,如,自 永 乐 十 四 年 起,每 年 给 对 马 岛 主 米、豆 各 一 百 石 即 是 明 显 一

例[１３]卷３２永乐十四年七月壬辰 .

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可分以下两条路线.

１􀆰 与幕府将军一线

这一线是朝鲜与日本国家间关系的主线.这一线关系只因两国是“邻居”,朝鲜取“被迫交好”

之态而维护着.据不完全统计,整个明代,幕府将军遣使朝鲜共７０次,③其中最多的是永乐时期,

达１４次.从遣使缘由看,有２３次专使讨要«大藏经»,有８次因兴建寺庙专使讨要资财,两项共计

３１次,几乎占全部遣使的１/２,且不计因其他事项来朝鲜顺便讨要«大藏经»和资财者.如,弘治十

年,幕府将军专使来朝,因建寺庙讨要绵绸２万匹、木绵１万匹、铜钱１万缗[１４]卷２１弘治十年二月辛丑 .日本

把讨要«大藏经»看作是对朝关系的第一要务,且把是否能从朝鲜得到此物视为衡量两国关系好坏

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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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:作者根据«明史»、«明实录»等书中的相关资料整理统计得出.

数据来源:作者根据«高丽史»、«李朝实录»等书中的相关资料整理统计得出.

数据来源:作者根据«李朝实录»中的相关资料整理统计得出.



的唯一标尺,在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就曾露骨地说到:“苟得如所请(«大藏经»),永将以为好

也.”[１５]卷２２永乐二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永乐十二年,日本遣使索要汉字七千卷«大藏经»经板,因朝鲜唯有祖传一

部,难塞其请,使臣便以绝食相要胁.不得已,国王以金字«华严经»８０卷、梵字密教经板和«藏经»

一部、高丽时期得于宋朝的注«华严经»板代之[１５]卷２３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戊寅 ,并派回礼使护送经板赴日本.日

本国王恨 不 得 其 所 欲 经 板,不 见 来 使;不 得 已 见 之,又 只 留 经 板,拒 不 纳 朝 鲜 国 王 相 赠 礼

物[１５]卷２６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 .洪熙元年,又遣使来朝鲜,再次索要汉字«大藏经»板.正统八年(１４４３),朝

鲜遣使日本吊祭,回还时问是否遣回礼使(回聘朝鲜),日本大臣对曰:“旧例无回礼使,只有请经使

耳.今将遣请经使矣.”[１５]卷１０２正统八年十月甲午

整个明代,朝鲜遣使日本有２２次,①明显少于日本使臣出使朝鲜的次数.使臣出使缘由多为

礼节性回聘,并非政府主动遣使.朝鲜遣使日本次数之少,有如下几方面原因:第一,朝鲜王朝对日

本的认识.朝鲜王朝视日本为敌国,只为国家安全,不得已而与之保持着适度联系.国王说,“只要

不侵我境,不须通使.”[１３]卷２８永乐十二年七月壬午 第二,日本对朝鲜王朝及国王的态度.日本从未把与朝鲜

的关系看得多么重要,有轻慢之态.日本只在有求于朝鲜时才遣使朝鲜,如无所求,即使是朝鲜有

贺新吊旧之大节,日本也慢不致礼.朝鲜君臣以为:日本通使朝鲜,“非本为聘问之礼,特以求所欲

耳.”[１５]卷２６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 特别是幕府将军拒收朝鲜国王所赠礼物,给朝鲜方面留下了极为恶劣的

影响,致 使 朝 鲜 王 朝 上 下 达 成 共 识:“国 家 不 得 已 之 事 及 报 聘 外,不 许 遣 使 (日

本).”[１５]卷４６宣德四年十二月乙亥 第三,基于对朝鲜王朝与国王的态度,日本贯以薄礼待朝鲜使臣,如政府不

接纳使臣、将军不接见使臣、不让使臣入国都、责不待报而至等等事多有发生,有伤两国间感情.

２􀆰 与对马岛为代表的地方政权一线

此线是朝鲜与日本国家关系的副线.朝鲜国王李成桂对日本地方政权采取的“抚绥”之策,虽

牺牲了部分经济利益,但换取了边境的稍稍安宁.此后朝鲜历代国王在与日本地方政权交往过程

中,虽稍有变通,但基本上延用该策不改.故此,九州、一岐、对马等岛的守护纷纷与朝鲜通商.对

马岛是日本诸岛通往朝鲜的必经之地,也是倭寇出没中国和朝鲜之渊薮,故朝鲜尤着力经营之.

(１)对对马岛的军事行动.李成桂的抚绥之策,初效并非显著,大有抚而不绥之意味.对马岛

使人来朝鲜,时有不快之事发生:有稍不如意则“拔剑欲害郡人,恣行暴乱”者;有“践踏印信”者;有

执金海府官员,脱其衣帽欲刺之者等等[１３]卷２８永乐十二年八月丁未、己巳 .甚至有“兴利于朝鲜,未副所欲,莫若

修我舟楫,侵掠(朝鲜)边鄙”之谋画[１３]卷１４永乐五年八月壬辰 .岛主宗贞茂也以“力禁贼船毋犯朝鲜之境”邀

功,向朝鲜索要粮米,且书辞不恭[１３]卷３２永乐十四年七月壬辰 .朝鲜国王为求稳,对岛人的种种所为多有迁

就,不予追究.但事态不停扩大.永乐十七年五月,对马岛倭船五十余艘,突至庇仁县之都豆音串,

焚朝 鲜 兵 船 七 艘,杀 掠 军 士 几 ３００ 余 人. 进 围 庇 仁 县 城,摽 掠 城 外 民 家 鸡 犬 殆

尽[１５]卷４永乐十七年五月辛亥、癸酉 .朝鲜国王闻之大惊.先是送书责问,后派军征之,并惩戒平道全,②清理居

住于乃而浦(荠浦)倭人.朝鲜的军事行动,迫使对马岛主宗贞盛奉书乞降.

(２)对在朝倭人管理政策的失败.都豆音串事件后,朝鲜对对马岛倭人在朝鲜的活动进行了全

面管理,但因政策不联贯及倭人消极抵抗等因素,使管理力度大打折扣,效果非但不明显,反而陷入

重重矛盾之中.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.

第一,三浦居倭问题.三浦,即釜山浦、盐浦和荠浦,永乐年间因通商倭船陆续到泊三处,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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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:作者根据«李朝实录»中的相关资料整理统计得出.

平道全,对马岛人.永乐五年被对马岛主宗贞茂送入朝鲜宿卫.朝鲜国王先后封其为司宰少监、大护军、上护军等职,官至三

品,但仍不为足.潜通对马岛曰:“朝鲜近来待汝等渐薄,若更侵掠边郡,以恐动之,则必将待之如初矣.”事败露.国王将道全及妻孥等

十四人安置于平壤,其伴人等分置咸吉道各官.«李朝世宗实录»卷４,永乐十七年六月丙子.



倭人居住.由于留浦通商倭人在朝鲜经商期间,朝鲜供给粮宿,使来居倭人越来越多,甚有货卖完

毕滞留此地累年不还者.永乐二十三年,三浦已有男妇３６０多人[１５]卷６５宣德九年八月己酉 ,至弘治七年

(１４９４),常居三浦倭人更高达５２５户,男女３０５８口,寺社１４个,僧人４７口[１６]卷２９５弘治七年十月庚辰 .不断

增多的三浦倭人,除了给朝鲜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外,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.自宣德十年至弘治七

年,礼曹八次致书对马岛主,促其刷还三浦留居人口.但三浦对岛主存有巨大利益,①故岛主对朝

鲜要求长期拖延不予理睬,或假做表面文章.三浦倭愈众,势愈大,与朝鲜人争鱼梁、伐禁山松木、

杀万户、殴差官、劫夺民谷、掠漕运军粮、杀钓采渔人等违法事件不断出现.朝鲜顾及与对马岛的关

系,对此一从宽典,或置而不问.

第二,通商倭船问题.与朝鲜通商的日本船只包括如下几类:幕府将军(国王)使船、对马岛岁

遣船、对马岛特遣使船、九州和一岐等处岁约使船、不曾通信朝鲜的日本地方守护和豪族使船、初通

信朝鲜的日本地方守护和豪族使船等.这些船只须有对马岛岛主引信,朝鲜方予接待.日本倭船

通商朝鲜始于建文年间,朝鲜对来船数量和船员人数等不加限制,除商船逗留期间,免费供其膳食

外,回还时例给“过海粮”.最初对马商船来朝鲜每年不过二三次,每船不过五六人,但良好的优待

政策,使来朝鲜商船愈加增多,并出现多种弊端.(１)三浦居倭与对马岛主潜通相约,合伙骗取“留

浦及过海粮”[１５]卷７３正统元年闰六月辛卯 .(２)为讨食粮,每船乘员数量超过其实际需要,多至八九十名,少也

六七十名,甚至妇女儿童也随船而来[１５]卷８５正统四年五月辛酉 .(３)“伪造书契”、“涂改书契”等事件多有发

生,蒙混闯关,以骗取通商权.(４)贸易已毕,多滞留不还.以上种种,致使朝鲜每年耗粮达十万

石[１５]卷８７正统四年十月丙申 .朝鲜就通商倭船反映出的问题,专此遣人至对马岛达１３次之多,提出多种解

决办法,但无根本性改变,于是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,有如下若干方面:(１)明确船员人数.

正统三年始定,中船二十名,小船十五名.四年又调整为“大船四十名,中船三十名,小船二十名,以

为定式,接待给粮”.数外人员,不许接待给粮[１５]卷８５正统四年五月辛酉 .由于“公廪不敷,口粮亦难支待”,

九年又定三等船只人额,各减五人.(２)明确过海粮数.对马岛至三浦,不满一日程,以往回还给十

日过海粮,以示优待.自正统五年始,减半支给.一岐岛给十五日粮,九州岛给二十日粮.(３)明确

每年至朝鲜船数.正统八年始定,对马岛“使送船只一年内毋过五十”[１５]卷１０４正统九年六月乙酉 .五十只外

不为接待.(４)明确船只在浦给粮日限.成化九年定,五十只船中,三十只许令至京馆待,二十只留

三 浦 兴 贩. 上 京 三 十 只 船 看 守 人,限 五 十 日 留 浦 兴 贩,二 十 只 限 三 十 日,计 给 口

粮[１５]卷１０５正统九年闰七月己亥 .成化九年再次通信对马岛,进一步明确年遣船五十只;此外,九州、一岐等有

十二人年遣船一二只,二十五人年遣船一只,此外不须给文引[１６]卷７成化六年九月丙子 .其他地区巨酋使

船,到浦后十五日、还浦后二十日立限给粮.限外故留者,勿给粮以为式[１６]卷１０成化七年六月甲子 .特别是

每年五十只船之规定,朝鲜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强调,但对马岛倭人并未很好地遵守,常常突破,朝

鲜也 每 每 以 “人 情 ”加 以 通 融,致 使 景 泰 六 年 对 马 岛 送 往 朝 鲜 通 商 人 员 多 达 ６ １１６
人[１７]卷２景泰六年十二月己酉 .

朝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两条路线虽有所不同,其目的是一致的,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倭寇对朝鲜

沿海地区的侵扰,还边境安宁人民安居之态.从实际情况看,这个目的部分地达到了,边境地区小

的磨擦伤人事件虽时有发生,但永乐以后倭寇较大规模侵边事件大为减少.从另一方面看,无论是

“交好”、抑或“抚绥”之策,朝鲜均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.

检讨这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,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提出:(１)三国间相对平稳的政府交往关系

① 三浦常居倭人,每岁以绵布纳贡岛主,大户二匹,小户一匹,由三浦代官掌之.且岛主之日用也多赖三浦.«李朝成宗实录»卷

１９６,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丁丑;«李朝燕山君日记»卷４９,弘治十六年三月壬辰.



基本建立.洪武和永乐时期,尽管倭寇对中国、朝鲜沿海地区仍不停侵扰,但中国和朝鲜不受此干

扰,均与日本建立了一定的联系,彼此间互有使臣往来.朝鲜自不必说,自建文三年始,日本也纳入

到“朝贡”体系中来.(２)中国和朝鲜均向日本提出禁约倭寇之要求,日本方面采取了有限行动,倭

患仍不能根除.(３)中朝日三国间贸易活动也已展开.中国和朝鲜的对日贸易,部分地满足了日本

的物质需要,这是倭侵减少,东亚秩序得以相对稳定的因素之一.(４)日本在东亚多边关系中,思想

矛盾,心理复杂.既有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,从中获取物质利益的欲望,又不愿承认中国宗主国地

位;既想从朝鲜获取所需,又对这个国家心存轻视与不屑,不愿与其长期交往.妄自尊大的民族意

识主导外交行为,表现出自我孤立,在东亚始终处于游离状态.

三、１６世纪至１７世纪中叶东亚国际秩序之变化

(一)中朝政治一体化之趋势

进入十六世纪以后,中朝关系承前友好之势,继续向前发展,至嘉靖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.嘉

靖皇帝朱厚熜于公元１５２２年由藩王即皇帝位之后,因追崇生父,遭到朝内外文武大臣反对,引发了

持续多年的“议大礼”之争.消息传入朝鲜,也引起热议.王朝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大臣纷

纷发表政见,多有持反对意见者.但在中宗国王主持下,坚持一贯“事大以诚”之态度,对每一次在

议礼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派使臣赴北京恭贺,共有六次之多.这种行动给在议礼斗争中陷

于孤立地位的朱厚熜以极大安慰和支持,深得其心,由此,明朝政府制定了旨在提升朝鲜对华地位

的若干项新制度:(１)特许朝鲜使臣观赏国子监;(２)礼部尚书待宴朝鲜使臣;(３)朝鲜贡物向国外

使节进行展示;(４)确立誊黄制度.所谓誊黄制度,即中国一应礼制凡有诏诰天下者,也使朝鲜一体

知悉之制.辽东都司依式誊黄诏诰一道,待该国使臣赍捧回国,径自开读行礼,庶以彰华一统之成;

如有国家颁布治国大法,仍遵旧例,遣使诏谕朝鲜.嘉靖时期的另一重要现象是,“内服”一词频频

出现在中国官员和朝鲜君臣的语汇中,引人注目.中国将朝鲜视为“内服”,朝鲜政府及官员也认为

朝鲜获得了“内服”地位.誊黄制度对“内服”涵义做了最为深刻有力的诠释.中朝两国关系经过一

个半世纪漫长渐进发展,最终产生了质的飞跃,即,两国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趋势有所加强.这种趋

势最主要的标志是“誊黄”制度的确立.

(二)日本从制造东亚紧张气氛到发动针对中国的侵朝战争

１􀆰 日本制造东亚紧张气氛

(１)朝鲜“三浦倭乱”及朝鲜对日政策调整

①倭乱的发生.１６世纪,三浦倭人“刷还之法废,户数之约解,卵育渐盛,户数之多,不知其

几”.[１８]卷８正德四年三月丙辰 三浦倭人已视这些朝鲜之土为己土,设栅自卫,少有不惬,慓悍鸱张,无所忌

惮,犯法事益多.对此,朝鲜加大管理力度,制订出一系列旨在约束倭人行为的制度,遂引起不满.

正德五年(１５１０)二月,三浦居倭拘留助罗浦四名水军[１８]卷１０正德五年二月庚子 ,点燃了倭乱导火索.朝鲜与

其交涉未果.四月初四,对马岛联合三浦居倭倡乱,荠浦恒居倭大赵马道率倭四五千名,先后攻陷

荠浦、釜山浦、永登浦、熊川县,围东莱县,焚烧兵船,斩釜山浦佥使李友增,悬其项于门前,俘荠浦佥

使金世均于营中[１８]卷１１正德五年四月癸巳、乙未、丙申、丁酉 .在朝鲜军队打击下,倭乱军“以船载(三浦)恒居倭人

及家财向海中而去”,“移置熊川、荠浦仓库之物于加德岛、绝影等岛.”[１８]卷１１正德五年四月己亥、丁未 此次倭

乱,朝鲜军民被杀２９７人,伤２０人,“焚烧家舍７９６区”[１８]卷１１正德五年四月甲寅、五月庚午 ,使朝鲜蒙受严重损

失.对马岛来书则曰:“自今而后,若如前例,修永好结和亲,则吾国弥结邻好􀆺􀆺若复如近年釜山

浦万户之公事相用,则犹挟攻战调干戈,以触蛮之争,不放昼夜,而贵国可乱入也”[１８]卷１１正德五年四月壬寅 ,

其威胁恫吓之辞跃然纸上.朝鲜礼曹回书严责之,并与其绝交.



②朝鲜对日政策调整.事后不久,幕府将军一再遣使求和,意在弥缝此事.经朝鲜君臣反复相

议,认为“姑勉从之.然马岛辜恩肆凶之罪,不可全释,其接待之事,当裁减于旧”,制定了与对马岛

的新约定.主要有:“三浦勿许(倭人)居;岛主岁遣船五十只,今减其半(二十五只);岁赐米太二百

担,今减其半;勿遣特送􀆺􀆺”[１８]卷１６正德七年八月辛酉 事在正德七年,该年干支壬申,是为“壬申约条”.倭

乱后,对马岛易主.朝鲜所立约条,使对马岛经济大受损失,在其怂恿下,嘉靖元年(１５２２)、二年,幕

府将军再次连续遣使,以对马岛新主“有功”于朝鲜为由,力促朝鲜改“约条”,复旧章.不允.其间,

配合使臣说和,倭人又连续制造“达梁”、“丰川”事件,以恐动之.鉴于日本使臣力请,朝鲜在坚持

“壬申约条”前提下,特于“岁遣船外,别赐五只”[１８]卷４９嘉靖二年八月己酉 .日本及对马岛仍不满,继续提要

求,因无果而大愤.二十三年四月,大举兵围蛇梁,欲陷之.经朝议,再次断绝与对马岛关系.事

后,日本再度频频遣使“请和”.朝鲜君臣会议以为,“日本之来请已至再矣,使者之辞亦恳切,今可

以许和”,但宜“严立约条”.经讨论,出台了新的约条,共六条,主要内容有:对马岛岁遣船二十五

只,其中大船九只,中船八只,小船八只.如船人过其数,留浦粮各减其半.船上什物,一切勿

给[１９]卷５嘉靖二十六年二月辛卯、乙未 .事在嘉靖二十六年,该年干支丁未,是为“丁未约条”.

(２)“宁波倭乱”后中日外交中断及倭寇大举入侵中国

嘉靖二年二月,日本两路贡使宗设、宋素卿偕瑞佐先后至宁波,互争真伪而仇杀.宗设杀瑞佐,

宋素卿走慈谿.宗设纵掠,杀指挥刘锦、千户张镗,缚指挥袁琎等,蹂躏宁绍间,后夺船出海去.浙

中大震[２０]卷２８嘉靖二年六月甲寅 [２１]卷２１第４２页 .宗设党中林、望古多罗为朝鲜俘获,审讯后,直送中国.四年四

月,宋素卿、中林、望古多罗等俱论死[２０]卷５０嘉靖四年四月癸卯 .六月,命琉球国使臣郑绳转谕日本,“元恶宗

设及佐谋倡乱数人,亟捕系缚送中国”,“掳去人民,仍优恤送归”[２０]卷５２嘉靖四年六月己亥 .九年,幕府将军

源义晴也经琉球使转言,一求赐新勘合,二请还宋素卿,不理采宗设事.礼部验文,俱无印篆,仍使

琉球国王遣人传谕日本,令其擒献宗设,送回掳去指挥袁琎等,余者参酌再定.十九年,源义晴使方

至,再申前请,求赐嘉靖新勘合,请还宋素卿及原留货物等,仍不提宗设事.倭乱发生后,日本方面

无一丝歉意传来,一再无视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,而只一味索其所需.对此中国并不与较,再提出

新约定,即,令旧给勘合缴完始易以新,以后贡期定以十年,使不过百人,船不过三只,违者阻回

等[２０]卷２３４嘉靖十九年二月丙戌 .但倭乱后,日本减少了朝贡的次数,基本上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.

三十 二 年 三 月,倭 大 举 入 寇 中 国,连 舰 数 百,蔽 海 而 来,滨 海 数 千 里 同 时 告

警[７]卷３２２«列传»第２１０«外国三􀅰日本».自此,日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燃起战火,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,历

３７年之久.山东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等大片国土惨遭蹂躏,军民死伤无数,房屋财产损失无算.

２􀆰 丰臣秀吉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发动的东亚战争

１６世纪后期,日本几个战国大名为争夺日本统一权,开始内战.丰臣秀吉是战国大名织田信

长的一员部将.公元１５８２年,信长死,秀吉继承其统一事业,并使用一系列政治手段,与天皇朝廷

建立起联系,先后获“关白”、“太政大臣”等职,国内军政大权基本握于己手.１５９０年,丰臣秀吉终

于统一日本,掌控了全国各方资源,有了发动东亚战争的物质基础.时,万历十八年(１５９０).

先是,秀吉大会诸将,称:吾欲将入朝鲜,以其兵为先锋,以入于明.彼拒我命,则击灭之,遂自

辽东 直 袭 北 京. 奄 有 其 国,多 割 土 壤,以 予 诸 君,使 诸 功 臣 皆 厌 其 望,不 亦 快

乎[２２]卷之１６«德川氏前记􀅰丰臣氏中»第３页 .但日本欲以朝鲜为先导之谋遭拒.至万历二十年四月,秀吉集水陆九

路大军１５万,大举入侵朝鲜,陷釜山,直趋北上.五月,陷京城汉城,六月陷开城、平壤,至此朝鲜三

京全部陷落,朝鲜防线全面崩溃,国王两迁义州,向中国请师救援.神宗皇帝下令出兵朝鲜,并发银

２０万于辽东备用,表明了支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.中国军队先后收复了平壤、开城、京城,

日军退守釜山,至二十二年,中日军队在釜山一线成相持状态.二十四年十二月,议和失败,战事再



起.日军６０万,水陆并进,由南向北全面推进.中国二度出兵朝鲜,与朝鲜军队联兵对日军发动全

面攻击,至二十六年十一月,日军在海上遭中朝联军重创后,被赶出朝鲜.

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,使朝鲜遭受严重破坏,日军所过之地,无不尽杀民庶,公私闾舍焚烧殆

尽,无一完城.焚宗庙,掘王祖坟,极尽破坏之能事.是役,中国前后赴朝鲜援兵１６万６千余人,征

浙、陕、湖、川、贵之南北兵２２万余人,费粮银５８３万余两,米数十万石,天下骚动[２３]卷３９«字小志»第１３０页 .

倭寇在中国和朝鲜部分地区的猖獗活动,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了严重干扰.至万历二十年,以

日本国家主体发动的侵朝战争,是日本试图改变东亚国际秩序的武力行为.虽然这种图谋未能得

逞,但东亚国际秩序却遭到了严重破坏.战后,日本多次遣使朝鲜强和,迫于日本压力,三十五年,

朝鲜遣回答使于日本,两国关系有所松动,而中国与日本则彻底断绝往来.

四、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几点初步认识

全面检讨明代东亚国际秩序形成、发展的过程,中国、朝鲜及日本在其间的表现,可初步得出以

下几点认识.

(一)“朝贡”体制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用

不可否认,明代东亚国际秩序,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东亚地区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机制,其思

想基础是儒家传统的“华夷观”,其政治基础是尊卑有序的“礼”,其表现形式则是古已有之的“朝贡”

体制.延续千年的“朝贡”体制之所以仍为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外在表现形式,是由以下两个因素

决定的.第一,历史客观性.首先,直至明代,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仍居东亚各国领先地位.延

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高度成熟,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空前繁荣,物质产品较前代更为丰

富,儒家思想文化,以及由此造就的社会文明制度,仍具有广泛影响力,为东亚各国所效仿.领先的

国际地位,依然是中国与外国交往时明朝人考虑的出发点.因此,儒家传统的华夷观,也就依然是

明朝人考虑东亚国际秩序时的思想基础.其次,“华夷观”虽为中国所提出,但至明代仍为东亚国家

所接受,已成为国际共识,这也是“朝贡”体制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客观基础.朝鲜方面自不待言.日

本征西将军怀良曾说:“吾国虽夷,僻在扶桑,未尝不慕中国之化而通贡奉.”[６]卷６８洪武四年十月癸巳 第二,

相对稳定性.首先,当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

时,当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仍发挥巨大作用时,“朝贡”体制就仍是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

秩序运行的表现形式.换言之,只有当东亚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,东亚国际格局发生改

变的时候,更为先进的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,能将中国的一切取而代之之时,以“朝贡”体制为表现

形式的东亚国际秩序才有可能发生改变.如不是这样,则现实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具有相对稳定性

之特点.其次,在明代,“朝贡”体制的相对稳定性还表现在它的不可替代性之一面.朝贡体制源于

明朝人的“华夷”观,当“华夷”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不发生变化时,那么,这种观念就有相对稳定性

之特点,这也就决定了“朝贡”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.①

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运行有其自身特点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.第一,东亚国家主

权利益和文化传统得到维护和尊重.中国充分尊重朝鲜、日本等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选择,不予丝

毫之干涉,也不把中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上.洪武二十五年前,高丽王朝四次更迭国王,其间,尽

管因国王更迭后发生了高丽、朝鲜严重挑衅中国的事件,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一定损害,但中国还是

尊重高丽人民的选择,对国王更迭不加任何干涉.又如,朝鲜方面对其与日本的交往,一直采取回

① 与任何事物一样,“朝贡”体制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,但不应是这个体制遭诟病的理由.任何穿越时空,忽视当时社会物质基

础及历史现状,以现代人的意识苛责古人的选择,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取的态度.



避中国的态度.实际上,中国对朝日两国间关系非常清楚,但从未置身其间,也从不置喙其事.一

个明显的例子是,万历二十七年,中朝联合抗日战争结束后,日本欲与朝鲜强和,朝鲜向中国通报此

事,征求中国意见.中国对两国复交不予表态,任由朝鲜自行处理.洪武三年,朱元璋明确对高丽

国王说:“(其国)凡仪制服用,许从本俗.”[１１]卷４２«世家»卷４２«恭愍王五»洪武三年五月甲寅 第二,较弱的约束力.如,关

于各国在“朝贡”时间、船只和人员数量上,虽然中国做了较为具体规定,并多次予以强调,但日本和

朝鲜多不遵行.中国也多从人情考虑,不予纠正,采取来则抚之,去则听之态度.第三,以地区和平

稳定、国家安全为基本价值取向.这种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在明朝皇帝给朝鲜、日本的国书中.如像

“共保承平”、“永安境土”、“永享太平之福”、“尽夷夏之咸安”等语无不常用.“今思与普天下之共享

升平之治􀆺􀆺庇其国王世保境土,使风雨以时,年谷丰登,民庶得以靖安”[６]卷４８洪武三年正月庚子 等大段文

字也时或出现.这些话语无不表明了中国祈求东亚和平稳定之愿望.

“朝贡”体制对促进地区国家间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,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.

第一,使臣往来比以往增多,国家间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.下表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.

中朝使臣往来

中国→朝鲜 朝鲜→中国

中日使臣往来

中国→日本 日本→中国

朝日使臣往来

朝鲜→日本 日本→朝鲜

１ 明代以前 ２０８ ８８２ ４ ６８ １４ ２４
２ 共计１３４３年 ０．１３ ０．６５ ０．００３ ０．０５ ０．０１ ０．０２
３ 明代 １６１ １２９９ １６ ３７ ２２ ７０
４ 共计２７７年 ０．６ ４．６ ０．０６ ０．１３ ０．０８ ０．２５

说明

①→表示使臣出使方向

②“共计１３４３年”是东汉２５年至元末１３６８年相隔年数(文献记载的朝鲜、日本与中国往来均始于东汉).
③１、３栏表示使臣往来的绝对数.数据来源,请参阅前各章节.
④２、４栏表示使臣往来的相对数.相对数表示平均每年使臣出使的次数.相对数来源,是以绝对数
除年代数得出.

　　如果将明代使臣出使次数,与明代前使臣出使次数相比较的话,很明显,明代,各国使臣出使的

次数,或绝对数,或相对数,要高于明代以前各朝代各国使臣出使次数的总和.这表明,“朝贡”体制

对活跃各国间联系,稳定东亚国际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.例如,明代以前,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共计

８８２次,平均每年０．６５次;明代,朝鲜使臣出使１２９９次,平均每年４．６次,无论绝对数,抑或相对数,

明代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都高于明代以前的次数.明代以前,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半岛的次数是

２０８次,平均每年０．１３次;明代,中国使臣出使１６１次,平均每年０．６次;绝对数比较,明代以前高于

明代,但相对数比较,明代高于明代以前,在此,相对数更具决定性意义.中国与日本情况也一样,

数据表明,明代,中日间联系较明代前增多.

第二,东亚国际秩序处于“朝贡”体系中的有序发展状态.中国对朝鲜和日本明确提出了“贡

物”品种、“朝贡”时间、人员要求;给日本勘合,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在“朝贡”体制下进行;按惯例,

朝鲜在中国三大节前遣使朝贡,同时使臣进行贸易,中国虽未给朝鲜勘合,但朝鲜也是在“朝贡”体

制下完成对中国的贸易.这种在“朝贡”体系下的贸易形式,是规范东亚国际关系,使国与国关系处

在有序状态之下的有益尝试,特别是对日本而言,更如此.

(二)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中坚力量

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,立即派使臣出使周边各国,报元亡明兴,已主中国.时,东亚一派乱

象.高丽王朝已走向没落,亲元势力掌握朝政,对新建立的明朝,明里奉表称臣,暗里消极对抗.日

本已进入室町时代,各方势力激烈争斗,国内长期处于动乱之中,倭寇乘机兴起,侵扰中国,幕府将

军对中国也多不恭.面对这种局面,朱元璋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,以灵活和平的手段处理与高丽

(朝鲜)、日本的关系.



洪武二十一年五月,高丽国王辛禑攻辽东,朱元璋将举兵征之,亲卜宗庙,方致斋,又闻高丽兵

退而罢[１１]卷１３７«列传»卷５０«辛禑五昌»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,不予追究.朝鲜国王李成桂用人不当,奸臣郑道传涉“表章

案”,为避朱元璋传唤,撰«五阵图»,以练兵为名,密谋攻辽.五军都督府及兵部上言,请讨之,为朱

元璋制止,说:“朕欲止朝鲜生衅者,将以安民也.兴师伐之,固不为难,得无殃其民乎?”只命礼部移

文责之[６]卷２５７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庚辰 .中朝两次政治危机,均濒于战争边缘,为朱元璋及时制止.

面对倭寇肆意侵扰,怀良、源义满等的多次无礼,朱元璋一面传书责让之,一面积极采取各项防

御措施,拒敌于外.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.第一,派得力将臣参与防倭工作.洪武八年,命靖宁侯

叶升巡行浙江、福建等卫所,督造防倭海船[６]卷９９洪武八年四月丙申 .十七年,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、福建

沿海城 池[６]卷１５９洪武十七年正月壬戌 .第 二,改 编 行 政 编 制.九 年,改 登 州 为 府,置 蓬 莱 县,以 增 兵

卫[６]卷１０６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.二十年,废宁波昌国县,徙其民为宁波卫卒[６]卷１８２洪武二十年六月丁亥 .第三,多造海

舟.五年,诏浙江、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６６０艘[６]卷７５洪武五年八月甲申 ;改造多橹快船[６]卷７６洪武五年十一月癸亥 .

第四,筑城增兵.二十年,汤和于滨海之地筑５９城,增置兵员５８７５０余名[６]卷１８７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 .第

五,扩大军事建置,增加沿海卫所.洪武二十年后,朱元璋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力量,收到了

一定效果.据不完全统计,自洪武十九年至三十一年,分不同阶段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和山东沿海等

地置卫所和巡检司,计,卫３７,千户所８２,巡检司２０７[２４]卷３、４、５、７.

虽然倭寇侵边扰害,幕府将军禁止不力,引起朱元璋极大愤慨,多次谴责之,并也曾警告“征讨之

师控弦以待”,但终弃武不用,坚持积极防御之策.此后,更立祖训,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[２５]６,为后世

所严守.朱元璋认为:兴兵,则致伤人命.朱元璋的理念、采取的防倭措施及制定的对日政策,为其后

历朝皇帝所遵守,有明一代中国一直对日本采取的克制态度,保证了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.

万历二十年,面对日本发动的东亚侵略战争,中国不惧牺牲,毅然出兵回击,制止了战争的扩大

和蔓延.万历二十七年,神宗皇帝以平倭诏告天下,说:“朕念朝鲜世称恭顺,适遭困厄,岂宜坐观.

若使弱者不扶,谁其怀德;强者逃罚,谁其畏威􀆺􀆺我国家仁恩浩荡,恭顺者无困不援,义武奋扬;跳

梁者虽强必戮.”[２６]卷３３４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 表现了中国保卫东亚和平的意志和决心,体现了大国对国际

社会负责任的态度.

(三)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

儒家文化博大精深,其核心内容是“仁”.“仁”的思想内涵也极其丰富,其中之一即“爱人”,它

体现的是重视人的生命,以人为本的思想.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,在对外关系上,体现的是“和

平”精神,即国家间的“和谐”相处.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,儒家文化成为明代中国人

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基础,它所贯彻的就是东亚各国“和平相处”理念.但儒家文化在东亚各

国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,因此,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会有不同的表现.

箕子 率 族 众 东 走 朝 鲜,开 传 播 华 夏 文 明 于 半 岛 之 端,自 此 “文 教 不 绝,共 称 礼 义 之

邦”[２７]１１上第２册第５３０页 .汉四郡之建立,更为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提供了可靠通道.此后,儒家文化

通过国家间交往、使臣不断往来,源源不断地传播开去,已成为常态.后晋天福八年(９４３),高丽开

国国王王琏亲述建国大纲«训要十条»,说,“惟我东方,旧慕唐风,文物礼乐,悉遵其制”,明确了其文

化建设上的大政方针,并建国学、大学、四门及九斋学堂,传授儒家经典.课目主要有«周易»、«尚

书»、«周礼»、«礼记»、«毛诗»、«春秋»、«左氏传»、«公羊传»、«谷梁传»等,各为一经,«孝经»、«论语»

必令兼通[１１]卷７４«志»２８«选举２􀅰学校».后周显德五年(９５８),仿中国科举之法,设立科举制度,以后周人双冀

为知贡举,袭唐制,设制述、明经二科,及医卜地理等杂科,此系朝鲜半岛科举制度之始.元至正四

年(１３４４),高丽二十九世国王王昕率先垂范,始开经筵,命朝中大臣４８人“分为四番,更日侍

读”[２７]１４上第３册第２０８页 ,开朝鲜半岛国王学习中国文化之先.



朝鲜王朝建立后,儒学愈益成为全社会的正统文化.李成桂在施政纲领中指出:“文武两科,不

可偏废,内而国学,外而乡校,增置生徒,敦加讲劝,养育人才”[１２]卷１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丁未 ,使朝鲜半岛的教

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更加完备,四书、五经成为各科必考科目.应教育和科举对图书的需要,国王动

员社会力量,大量翻刻儒家经典,儒家书籍在全社会得到广泛流传.如世宗国王“赐«大学»、«中

庸»、«论语»、«孟子»、«诗»、«书»、«礼记»、«易»、«春秋»、«性理大全»各二件、«小学»十件于济州乡

校”[１５]卷６９宣德十年九月己丑 .高丽国王始开经筵,但不常设.自李成桂始,历朝国王均坐经筵,已制度化,

研读范围之广超过前代,«尚书»、«诗经»、«礼记»、«周易»、«春秋»、«中庸»、«孟子»、«大学»、«论语»

等无不成为国王学习的内容.

长期以来,朝鲜半岛通行汉字.正统十一年(１４４６),世宗国王发明了朝鲜文字:训民正音,其目

的是使百姓“有所欲言”得“伸其情”.朝鲜文字的发明并未成为儒家文化在朝鲜传播的障碍.第

一,直至清末,汉字仍然是朝鲜的通行文字,如«李朝实录»、«经国大典»、«国朝宝鉴»等国家典籍仍

用汉字写成,朝鲜文人仍以汉字写作.第二,朝鲜政府用训民正音翻译了不少儒家经典,供社会普

通民众阅读,从而推动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基层的传播.

儒家思想文化指导着朝鲜的外交实践.如朝鲜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,本着“仁”的精神实质

采取的和平态度,对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.

梁承圣元年(５５２),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后,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;至奈良时代(７１０－７９４),

在政府的支持和提倡下,得到了迅速传播,全国各地广造寺院,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.平安

时代(７９４－１１８４),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和庄园制的发展,佛教从受朝廷支持转向受贵族保护,寺

院与贵族的结合日趋紧密.镰仓时代(１１８４－１３３３),在旧有佛教基础上,出现了新的教派,特别是

禅宗,得到了慕府的支持和日本社会广泛地认同与接受.尽管不同时期佛教宗派有所变化,但佛教

一直是统治日本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.

日本始无文字.西晋太康五年(２８４),汉字由百济传入日本,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

随之传入,但儒学在日本的推广与朝鲜不同.在奈良时代,虽中央设大学寮,地方设国学等传授儒

学,但儒学在日本从未受到统治阶级实质性重视,科举制度也从未实行过[２８]８８;儒学在日本不但从

未获得显要之地位,反而被淹没在佛教的汪洋大海之中.

经过“万叶假名”阶段,至九世纪中叶,日本形成了本民族文字—假名.此后,用假名写成的反

映日本社会的诗歌、散文、和歌等大量出现,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,由受汉文学影响

的“唐式”文化,向本民族的“国风”文化转变[２９]１９８.随着武士阶级的兴起和镰仓幕府的建立,武家文

化繁荣起来,出现了描写武士阶层的文学作品.

对比朝鲜与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,可以得出两点结论.第一,长期以来,朝鲜对儒学采取了

全面吸收的态度,使其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.至明代,儒家文化已成为朝鲜社会的主流文化.

日本对中国文化 采取为我所用的自主选择性态度,包括儒学.至明代,儒学在日本表现为佛教的

附庸品,从未形成独立发展的局面,更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.第二,明代,武士阶层完全

统治了日本,形成了独特的武士文化及武士道思想,为我所用地吸收了儒家“忠”的思想,变化为家

臣对主君的“忠节”,崇尚武勇轻生.儒学中的核心内容“仁”遭抛弃.

朝鲜与日本对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,决定了他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不同作为.由于朝鲜同

中国一样,采取了相同的治国文化,因此,在外交上均表现为内敛性,对国际事务多采取包容和忍让

态度.日本采用了不同的治国文化,特别是武士道思想和精神得到提倡和宣扬,在对外关系上则明

显表现出扩张性.

(四)国际政治与经济密切相关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



明代东亚国际秩序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和事实是,国家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.

在国际关系中,政治与经济是不可截然分割的一体,是一体中的两个方面.二者中,政治关系为先,

是经济关系的基础.既没有单纯性的国与国间的政治关系,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政治基础为先决条

件下的经济联系.

洪武初年,高丽国王王颛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,使臣往来不断,除国王贡物外,高丽使

臣还带来了大批贡外之物在中国交易.时,高丽使臣来中国乘船走海路,因船只载物量较大,故带

来物品较多,以致中国相关部门欲征其税.洪武三年,中书省臣禀报,高丽使臣入贡者多赍私物货

鬻,要征其税;四年九月,户部亦言,高丽海舶至太仓,应征其税,均为朱元璋止之,言,“听其交易,勿

征其税”[６]卷５７洪武三年十月丁巳 .中书省还言,高丽使臣多带物出境,请加禁止,朱元璋也诏勿禁.五年之

后,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连续发生了杀使案、弑君案、表章案等政治事件,使中国与高丽和朝鲜王朝

关系持续在低谷徘徊.朱元璋或扣留来华使臣,调查案件原委,或数次指示辽东,阻止朝鲜使臣入

境,均大大影响了高丽和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贸易活动.在这种国际形势下,即使其间两国关系有短

暂缓和,高丽和朝鲜使臣也把出使中国视为畏途,来后多谨言慎行,其贸易活动基本陷于停止状态.

自永乐始,中国与朝鲜政治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后,朝鲜对中国的贸易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.

进入嘉靖年后,两国政治关系较前期又有所进步,进入了新阶段,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也随之空前膨

胀.其表现形式是:第一,贸易品种类和数量都极度地扩大了.从种类上看,较固定的种类是缎匹、

药材和图书,而其他如食品、日用百货等都成为使臣贸易的对象.从数量上看,朝鲜使臣平均每年

４．６个行次的中国之行,浩荡往返于中国、朝鲜一线,使贸易渠道固定且长期化.另一方面,随着朝

鲜官、私两方对中国物品需求量增加及市场的扩大,促使使臣贸易量也扩大到使臣携带能量的极

限.第二,朝鲜优质端川白银的大量开采和使用,更加快速地推动了朝中贸易.以往朝鲜使臣来中

国要携带大量布匹,贸易形式以物物交换为主,多有不便.自端川银出现后,贸易形式以持银来华

购物为主.使臣赍银动辄上万两,小不下数千两.中国商人与朝鲜使臣贸易,口必称“非端川银不

可”.

洪武时期,日本虽与中国建立了联系,但一直处于不睦状态.在这个时期,日本遣使中国共１０
次,其中６次被拒,被拒的原因或无表文,或不奉明朝正朔,日本对华贸易因此受阻.

源义满执政后,自建文三年至永乐六年,日本遣使朝贡达８次之多.永乐二年,明朝始给日本

勘合百道,令十年一贡,每贡正副使勿过二百人[３０]卷１３«成祖文皇帝»第７页 [３１]卷１３第１１页 .而永乐三年至六年,日

本朝贡达７次,平均每年１．７５次.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并未遵守十年一贡之规定,而在中日友好大

前提下,中国也从人情角度出发,不予以纠正,日本对货贸易实际扩大了.源义持做第四代将军后,

自断与中国的关系.虽朱棣遣使力陈“两国往来之利”,“邻国通好,商贾往来、安边利民”等意义,均

不为源义持所动.自永乐八年后,日本再未遣使中国,中日经济联系也就此中止.

宣德七年后,在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前提下,两国经济联系也得到恢复.宣德年间,再给日本

新勘合,仍定为十年一贡,人不过三百,船不过三艘[７]卷３２２«列传»第２１０«外国三􀅰日本»[３２]卷１０５«朝贡一􀅰东南夷上􀅰日本».

此后,正统、弘治和正德等年间,中国均给日本勘合.日本适时朝贡,并与中国贸易,而且,日本对中

国的贸易量有增长趋势,以宣德八年和景泰四年两次朝贡贸易量对比可看出其中变化.

硫黄 苏木 生红铜 袞刀 腰刀

宣德八年 ２．２万斤 １．０６万斤 ０．４３万斤 ２把 ３０５０把

景泰四年 ３６．４４万斤 １０．６万斤 １５．２万斤 ４１７把 ９４８３把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史料来源:«明英宗实录»卷２３６,台北: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校印本,１９８３年,第１Ｇ２页.

如按宣德年间价值量计算,景泰四年商货价值量值银２１．７７３２万两,比之宣德年多出十倍.景



泰年间日本对中国贸易量的增长,除两国政治关系相对稳定外,宣德年间“贡物时值甚廉,给之太

厚”,是促使日本对华贸易“比旧俱增数十倍,盖缘旧日获利而去,故今倍数而来”的重要原因.

应该看到,虽然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相对较为平稳,但远没有恢复到源义满当政时的水

平,因此,中国把日本对中国的贸易,基本限制在十年一贡的规定内.由此看开去,有些年份日本来

华贸易量可能会大一些,但有固定时间和固定船数的约束,基本制约了其对华贸易量的无限扩大.

嘉靖二年宁波倭乱后,中国两次命日本将案犯送来中国,日本置之不理,而一味索要嘉靖勘合.

中国退其次,命将前朝未用勘合缴清后,再予新勘合.日本仍不理,此后的十八年里日本再无贡事.

十九年,幕府将军源义晴复请通贡,再言“给赐嘉靖新勘合,及归素卿等并原留货物”,仍不提宗设倭

乱要犯事.应帝命,礼部与兵、刑二部及都察院会议,认为,夷情谲诈,难信勘合,仍令旧给勘合缴

完,始易以 新.以 后 贡 期 定 以 十 年,夷 使 不 过 百 名,贡 船 不 过 三 只,违 者 阻 回,督 遣 使 者 归

国[２０]卷２３４嘉靖十九年二月丙戌 .

二十三年八月,源义晴又遣使入贡,贡未及期,且无表文,诏如例阻回[２０]卷２８９嘉靖二十三年八月戊辰 .二

十六年十一月,再遣使周良等求贡,仍未至贡期,且四船六百人先至,仍例阻回.至二十八年及十年

贡期,中国方予接待周良一行[２０]卷３４９嘉靖二十八年六月甲寅 .

同在十年一贡规定的条件下,永乐三年至六年,中国接待了７次贡使;而嘉靖初年,中国严格执

行十年一贡之规定,不及贡期如例阻回.两相对比,中国对日本贡期采取的截然不同态度,是政治

与经济之密切相关性的最好例证.

政治与经济相关性在朝鲜对日本关系上也得到了有力说明.如前述,正德五年之“三浦倭乱”

后,朝鲜与日本地方上的政治关系受到了极大影响,朝鲜与对马岛断交.其后果,不但对马岛,日本

幕府对朝鲜的经济联系也就此中断,引起幕府恐慌,立即派使来朝鲜说合.在幕府数使力请下,朝

鲜与对马岛定立“壬申约条”,将日本每年遣船５０只,调整为２５只,削减了日本对朝鲜贸易.嘉靖

二十三年,倭人大举陷蛇梁,朝日政治互信再受损伤,经朝鲜君臣议,再与日本立“丁未约条”.“丁

未约条”是“壬申约条”之补充,且更加严格.如“壬申约条”,未确定船只大小,因此,日本２５只来船

均为大船.“丁未约条”明确大中小船之数,实则再次缩减了日本对朝贸易量,故倭人皆怨恨.当

时,中国东南沿海倭宼渐起,而朝鲜沿海相对稳定,对马岛窃为己功,上书礼曹曰:“贼倭入寇上国,

杀掠甚多,其害不及贵国之境,皆我之功也.”[１９]卷１４嘉靖三十三年闰三月甲子 意在改约条,复旧额.仍不许.

五、结　语

东亚国际秩序,作为一种机制,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促进作用.在这个机制中,中国、

朝鲜和日本的不同态度和表现,从不同层面对地区形势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.

中国,以其国际地位,担当了东亚国际秩序倡导者和组织者重任,为保障其有序运行,付出了极

大努力.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核心力量.

洪武三年七月,高丽王朝始奉明朝正朔;朝鲜王朝建立后,更是持奉不断.明代是中国历史上

与朝鲜半岛关系最为密切时期,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达到了空前高度,这决定了朝鲜是东亚国际

秩序的支持者,并为维护其运行做出了重大贡献.朝鲜不但组织军事力量反击倭寇侵扰,而且多次

向中国通报倭情,献倭俘;万历二十年,当日本倾国举兵来犯之时,更是多方组织力量进行顽强抵

抗,与中国一起保卫了东亚地区和平秩序,但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物命损伤.

与朝鲜相反,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了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.日本加入东亚国际秩序中来,或出于

物质利益之需,或受国内国际形势所迫,而非诚悦心服,其妄自尊大的民族意识完全支配了其外交

行为,推翻重组东亚国际秩序之动机也时时闪现.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,是日本历



史上第一次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对外侵略战争.或有一说,“朝鲜可服而不可取”,“明可和而不可

服”[３３]卷之８第２７页 ,此语道破了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.日本的所言所为,无不表明该国是东亚地区不稳

定因素的根源所在,是东亚国际秩序的直接颠覆者.认清日本在东亚地区领土扩张政策的图谋,清

算其对外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,明代是起点.

参考文献:

[１]　后汉书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７􀆰

[２]　宋书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７􀆰

[３]　小岛宪之等校注􀆰日本书纪[M]􀆰东京:小学馆,１９９８􀆰

[４]　隋书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７􀆰

[５]　元史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７􀆰

[６]　明太祖实录[M]􀆰台北: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,１９８３􀆰

[７]　明史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７􀆰

[８]　李言恭,郝杰􀆰日本考[M]􀆰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８３􀆰

[９]　中岛竦校订􀆰善邻国宝记[M]􀆰东京:文求堂书店,１９３１􀆰

[１０]　明太宗实录[M]􀆰台北: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,１９８３􀆰

[１１]　郑麟趾􀆰高丽史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􀆰史部第１６２册􀆰济南:齐鲁书社,１９９６􀆰

[１２]　李朝太祖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３􀆰

[１３]　李朝太宗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５􀆰

[１４]　燕山君日记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８􀆰

[１５]　李朝世宗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６􀆰

[１６]　李朝成宗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８􀆰

[１７]　李朝世祖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７􀆰

[１８]　李朝中宗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５９􀆰

[１９]　李朝明宗实录[M]􀆰东京: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,１９６０􀆰

[２０]　明世宗实录[M]􀆰台北: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,１９８３􀆰

[２１]　雷礼,等􀆰皇明大政记[M]//续修四库全书􀆰第３５４册􀆰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０３􀆰

[２２]　赖襄子成􀆰日本外史[M]􀆰上海:上海读史堂刻本,１８８５􀆰

[２３]　李寿轩􀆰寿轩先生文集[M]//韩国历代文集丛书􀆰第５７１册􀆰汉城: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,１９８７􀆰

[２４]　胡宗宪􀆰筹海图编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􀆰第５８４册􀆰台北:商务印书馆,１９８６􀆰

[２５]　朱元璋􀆰皇明祖训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􀆰史部第２６４册􀆰济南:齐鲁书社,１９９６􀆰

[２６]　明神宗实录[M]􀆰台北: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,１９８３􀆰

[２７]　安鼎福􀆰东史纲目[M]􀆰汉城:景仁文化社,１９７０􀆰

[２８]　井上清􀆰日本历史:四[M]􀆰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１９９４􀆰

[２９]　木宫泰彦􀆰日中文化交流史[M]􀆰北京:商务印书馆,１９８０􀆰

[３０]　黄光升􀆰昭代典则[M]//续修四库全书􀆰第３５１册􀆰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０３􀆰

[３１]　陈建撰,沈国元补􀆰皇明从信录[M]//续修四库全书􀆰第３５５册􀆰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０３􀆰

[３２]　大明会典[M]􀆰扬州:广陵书社,２００７􀆰

[３３]　中井积善􀆰逸史[M]􀆰怀德堂刻本,１８４８􀆰

责任编辑　张颖超

网　址:http://xbbjb．swu．edu．cn


